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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研究进展
刘起勇

摘要： 病媒生物监测预警是其可持续精准控制的前提和基础，事关媒介生物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成败。基于病媒生物阈

值的定量评估和基于多学科模型的预测，已成为当前病媒生物监测预警最常用的方法。随着病媒生物鉴定和监测技术

的发展，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伴随着大数据和云平台等新信息技术的兴起，病媒生物监测预警技术进一步得到提升，

并向着基于多学科的综合模型构建和预警系统研发方向不断发展。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的策略、措施、

方法、技术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综述，为媒介生物传染病的科学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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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veillance and early-warning of disease vectors is not only crucial to the sustainable and precise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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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ectors and multiple discipline based model prediction ar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s of vectors early-warn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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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and the emerging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platform，the vector surveillance and
early-warning towards the ori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models and early-warning systems. This review focus on the latest
vectors surveillance and early-warning strategies，measures，techniques，and future directions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basis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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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监测预警不仅是媒介生物传染病预防和

控制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事关爱国卫生工作成败和居民健康水平提升。2014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卫计委）将爱国卫

生月主题定为“远离病媒危害，你我同享健康”，凸显出

病媒生物监测控制工作的重要性。基于监测的病媒生

物风险评估和预测预警，更有助于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可

持续精准控制。本文综合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病媒生物

监测预警研究进展，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

综述。

1 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研究现状

1.1 病媒生物监测

1.1.1 我国病媒生物监测体系

1.1.1.1 病媒生物监测体系形成和完善 病媒生物监

测是媒介生物传染病风险评估、预测预警及科学防控的

基础和前提，我国已将病媒生物监测列入各级疾控机构

基本职能。病媒生物监测主要包括生态学、抗药性和病

原学监测。病媒生物的生态学监测旨在了解病媒生物

的种类、密度、分布、季节消长及环境等信息；抗药性监

测主要揭示不同时间、空间病媒生物对常用卫生杀虫剂

的敏感性；病媒生物病原学监测重在侦测病媒生物携带

和传播病原体的状况。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暴发后，中国政

府加强了重点传染病及重要病媒生物的防控体系建设。

2005年，卫生部发布了《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

行），在我国 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 43个国家

级病媒生物监测点，针对鼠、蚊、蝇和蟑螂 4种重要病媒

生物进行监测。该方案发布 10年后，针对病媒生物监

测点覆盖面小、监测靶标病媒种类少和抗药性上升等问

题，2016年 3月 9日，卫计委发布了《全国重要病媒生物

监测方案》［国卫办疾控函（2016）215号］；2016年 5月 4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发布了《全国病媒生

物监测实施方案》［中疾控传防发（2016）56号］。新方案

的发布，增加了监测点的覆盖面、增补了病媒生物类群

和抗药性监测，完善及更新了监测方法，并着力加强了

对病媒生物监测系统进行督导、技术指导和培训，并对

卫生创建地区的病媒生物监测工作做了要求。截至

2017年底，共在全国设置了 90个鼠类监测点、94个蚊虫

监测点、91个蝇类监测点、91个蟑螂监测点、47个蜱类

监测点、24个臭虫监测点和46个抗药性监测点。

为应对登革热等媒介伊蚊传播疾病的威胁，2014年
我国在 23个媒介伊蚊分布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启

动了媒介伊蚊专项监测工作，为登革热、寨卡病毒病和

黄热病等媒介生物传染病风险评估、预测预警和科学防

控提供了基础数据［1］。此外，中国CDC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针对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需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通信手段，开发了病媒生物监测数据收集分析系统（Web
端）和登革热媒介伊蚊监测控制APP，为媒介生物传染病

风险评估及防控奠定坚实基础。除此之外，登革热中转

支付项目媒介伊蚊监测、病媒生物应急监测和农村环境

卫生监测等工作中也涉及病媒生物监测相关内容。

口岸病媒生物监测工作对于防止病媒生物入侵起到

关键作用。2001年，国家质检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国境

口岸及出入境交通工具病媒生物监测规定〉的通知》［国质

检（2001）61号］，以4年为一个周期开始对口岸鼠、蚊、蝇、

蟑螂、蚤、蜱、螨和蠓8大类病媒生物开展监测。2016年，国

家质检总局修订下发了《国境口岸病媒生物监测规定》，将

输入性病媒生物监测范围扩大到鼠、蚊、蝇、蟑螂、蚤、蜱、

螨、蠓以及臭虫、白蛉、蚋、虻、锥蝽和虱14种类群。

1.1.1.2 病媒生物监测法律、法规与标准

（1）监测法律和法规：受气候变化、全球化、城镇化

和杀虫剂抗药性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媒介生物传染

病呈现新的流行态势，因此，病媒生物监测的重要性凸

显。进入 21世纪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等法律和法规的实

施，我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逐断步入法制化轨道。以时

间尺度来说，2010年以前涉及病媒生物防制的相关法律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餐饮业食品卫生监督管

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妆品管理条例》等。由

于上述法律和法规的专业代表性较分散，实施过程中出

现了较多的问题，2010年1月1日起我国实施了《病媒生

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我国第

一部针对病媒生物防制的法规，涵盖了病媒生物控制相

关的多个行业与学科。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要求，各地陆续发

布了地方性的爱国卫生工作管理条例 31部，涵盖病媒

生物防制的相关内容。此外，国家质检总局 2012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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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连续出台多项规章制度，如《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

管理办法》（总局 2013年第 143号公告）等，规范了国境

口岸卫生处理工作。

（2）监测标准：2003年以前，我国对病媒生物监测控

制工作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课题“我国重要病媒生物控制技术标准的研究”，研制了

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共 29项。卫生部于 2006年 11月 23
日成立全国病媒生物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标委会）。

自2009年颁布“四害”密度监测方法国家标准以来，已广

泛应用于全国各级疾控机构的日常病媒生物监测中。

2016年，上述标准与抗药性监测方法系列标准一同纳入

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爱卫办）首次下发

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中，监测方法以及抗药性检

测方法系列标准在规范及推进全国病媒生物生态学及

抗药性监测中起到了规范化作用。2014年修订《国家卫

生城市标准》，12项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列入《国家卫生城

市标准（2014版）指导手册》。标委会成立 10年来，组织

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病媒生物控制标准体系。截至 2016
年 12月，我国共发布标准 45项，涵盖了病媒生物监测、

控制和评估的急需标准，包括：密度监测方法类 4项，控

制水平类 4项，抗药性检测类 7项，卫生杀虫（鼠）器械实

验室效果测定及评价 4项，现场药效测定及评价 6项，采

样规程类 3项，安全使用准则类 2项，应急监测与控制类

3项，风险评估原则及指南类2项，操作规程类1项，综合

管理技术规范类 6项，化学防治技术指南类 2项及基础

术语1项。

1.1.1.3 病媒生物控制创新策略和技术

（1）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2004年，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刘起勇研究员作为新当选的中华预

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基于多年对

病媒生物及媒介生物传染病发展趋势及面临新挑战的科

学判断，适时提出了“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SVM）”策略［2－3］。随着该理念在全

球范围内不断推广和推进，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Global Strategy for Den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2 - 2020”和“Global Vector Control Response
2017-2030”采纳。该策略基于病媒生物监测、风险评估

和预测预警，通过综合防控措施将病媒生物密度持续控

制在暴发阈值以下，将被动的应急处置转为主动的暴发

风险控制，真正实现了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的关口

前移。

（2）病媒生物监测技术：病媒生物监测分为常规和

应急监测，在我国重要病媒生物监测工作均有相应的技

术指南。我国当前病媒生物的常规监测技术基于病媒

生物监测相关的标准及WHO相关技术指南制定。其

中，《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对鼠类、蚊虫、蝇类、蟑螂、

臭虫、蜱类和抗药性的监测方法均做了明确地规定。重

点传染病监测中的媒介生物和宿主监测、登革热中转支

付项目中的媒介伊蚊监测、病媒生物应急监测、农村环

境卫生监测等，均涉及具体的病媒生物监测工作。近年

来，一些新技术不断应用到病媒生物的监测及鉴定中，

极大地提高了病媒生物监测的效率。裘炯良等［4］利用

机器学习技术开展了宁波口岸常见蝇类鉴定，正确率达

到100%，计划将该系统发展为病媒生物鉴定专家系统。

1.1.2 国外病媒生物监测

1.1.2.1 病媒生物监测机构 美国病媒生物监测控制工

作由美国 CDC的全球迁移和检疫部及环境保护局

（EPA）承担。英国有害生物管理由健康和安全执行部

（HSE）和杀虫剂安全理事会（PSD）共同负责。非农业用

杀虫剂主要由HSE负责，由HSE下属的生物杀灭剂和杀

虫剂处（BPU）执行杀虫剂的科学评价和相关危险评价。

日本厚生劳动省是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主要

部门［5］。
1.1.2.2 法律、法规

（1）WHO
①《国际卫生条例 2005》：该条例的第十八条第二

款、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

一款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对各类载体、缔约国、主管当局

等在病媒生物控制方面均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以期达到

病媒生物对人群不足为害的水平。

②技术文件：1977年WHO病媒生物技术文件由杀

虫剂专家委员会发布。随着世界各国关注与重视程度

的不断增加，WHO成立了病媒生物学及控制专家委员

会，组建了农药评估规划处（WHOPES），聘请各成员国专

家组成《公共卫生杀虫剂发展世界合作组织》（GCDDP），

调查各成员国杀虫剂使用及病媒生物防制状况。1990
年起，WHOPES公布技术标准（技术文件）达到了 32部，

GCDPP公布了 15部，累计 47部。目前，WHO制定的一

系列病媒生物防治标准包括病媒生物综合治理，病媒生

物防治施药设备、杀虫剂空间喷洒操作指南、环境治理与

生物防治、城市病媒生物控制、杀虫剂抗药性检测及治

理、杀虫剂实验室和野外持续效果试验等，对杀虫剂的合

理使用界定了标准，对杀虫剂规格做了规定。

③专业委员会：WHO组织成立了疟疾、登革热和黄

热病等传染病的专业委员会，发布专门的传染病预防与

控制相关技术标准及快速诊断技术等系列标准。同时，

在非洲设立了专门办事处以发布当地病媒生物防治

指南。

（2）美国

①法律法规：美国法典中的《传染病控制》、《外国人

的医学检查》、《患有公共卫生疾病的外国人》和《对身体

和精神检查的外国人隔离》。联邦规则法典中的《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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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外国人检疫》和《外国人的医学检查》。行政令

中的应受检疫的传染病的目录修订（行政令13295号）。

②技术标准：美国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分 3层次：一

是国家层面，由农业部、健康和人类服务部（HHS）、食品

药品监督局（FDA）、EPA等机构以及经联邦政府授权的

特定机构制定；二是地方层面，主要由各州政府制定；三

是民间层面，由民间团体如杀虫剂或病媒生物控制企

业、行业协会和各类学会等制定，是美国标准的最主要

部分，同样有很强权威性。

（3）英国：英国有害生物管理由HSE制定有害生物

控制指南 23项，其中，与杀虫剂药效相关的指南 5项，同

时包括 2项杀虫剂标签的技术指南。英国还制定了《预

防害虫危害法》和《杀虫剂控制条例》等 8部预防公共卫

生、商品和财产遭受害虫危害的法规或条例。

（4）日本：日本与病媒生物监测控制相关的技术法

规有《传染病法》、《检疫法》和《防止外来物种入侵

法》等。

1.2 病媒生物预警研究

1.2.1 我国病媒生物预警研究 受全国重要病媒生物

监测系统建立时间、覆盖面及监测频率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当前病媒生物监测数据的时空连续性、数据质量仍

具有较大局限性。许多预警研究中未涉及病媒生物监

测数据、以及结果不够精准，影响了我国媒介生物传染

病预警与科学防控。在我国，为满足登革热等媒介伊蚊

传播疾病风险评估的需要，媒介伊蚊幼蚊密度布雷图指

数（BI）和诱蚊诱卵器指数（MOI）采用了分级风险评估。

BI和MOI＜5为控制登革热传播的阈值，>5有传播流行风

险，>10有暴发风险，>20有区域流行风险。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主要基于病媒生物密度、气象

因素和病例发生情况等，建立预警模型，开展了预警技

术研究。Sang等［6］利用广义相加模型分析了 2006－
2012年登革热个案数据，建立了预警模型用于广东省登

革热预警系统的建立。2011－2013年，上海市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将气象相关疾病预报列入计划，建立了蚊

虫叮咬指数模型，结合气象数据对蚊虫密度进行预报，

成为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预测模型实际应用的案例

之一［7］。近年来，大数据分析技术在我国病媒生物风险

评估及预警研究中开始应用。裘炯良等［8］发现大数据

分析技术是国境卫生检疫增强把关效能，提升监管科学

性和有效性强有力的工具。

1.2.2 国外病媒生物预警研究 在国外，病媒生物及相

关传染病预警研究起步早，主要是基于数学、统计等的

多模型方法。此外，国外病媒生物密度、病原学监测资

料相对连续且监测频率相对较高，大多以周为监测单

位，对于预警工作提供了极大地便利。媒介生物传染病

预警时，大多数模型纳入了病媒生物的监测资料，取得

了相对理想的结果。Lindblade等［9］发现，通过住户蚊虫

密度监测可以预测非洲高地蚊媒传染病流行。Yamana
等［10］利用水文学、昆虫学和疟疾模拟器（Hydrology，
Entomology and Malaria Simulator，HYDREMATS）为基

础的机械模型来研究疟疾传播与降雨的相关性，发现

HYDREMATS可用来进行合理的蚊虫种群和媒介能量

预测，可为非洲疟疾流行进行预警。Rosà 等［11］利用线

性混合模型开展了西尼罗河病毒病媒介生物种群动态

和环境因素关系，纳入种群动态和环境预测指标包括气

温、降雨量、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和同诱蚊灯距离等。

研究发现，年初收集的气象数据和本地土地利用，可被

用来预警媒介蚊虫暴发时间和暴发事件重要程度。澳

大利亚Woodruff等［12］建立了“早期”和“晚期”预警逻辑

回归模型来检测气象因素（潮汐高度、降雨量和海平面

温度）和媒介蚊虫数量以预测罗斯河病毒病流行敏感

性。研究发现，早期预警仅纳入气象数据时模型呈现中

度敏感（64%），而当模型中纳入媒介蚊虫监测数据后，

早期预警模型敏感度增加到了 90%。美国有研究基于

最大熵模型（Maxent Model）对白纹伊蚊分布情况进行预

估［13］。古巴开展了气候变化对埃及伊蚊增殖影响的预

警研究［14］。此外，针对其他病媒生物也开展了一些预

警研究，如Moore等［15］整合了流行病学、寄生虫及病媒

生物等资料构建了疾病传播模型开展了气候变化对非

洲锥虫病影响研究。

2 我国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研究存在问题

2.1 监测工作存在的短板

2.1.1 病媒生物监测机构、设施和人员配置不完善，经

费不足 基于中国 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调查，我国

当前仍有 2个省级CDC和 21%的地市级疾控机构没有

相对独立的病媒生物防控部门，超过80%的县（区）没有

独立病媒防控部门。3个省级疾控机构和近 50%的地

市级疾控机构没有病媒生物相关实验室。1个省级疾控

机构和超过 50%地市级疾控机构尚无病媒生物分类鉴

定基本设备如显微镜。约 20%省级疾控机构没有饲养

室、近 70%没有生物测定室，地市级疾控机构超过 60%
没有病媒生物饲养室、超过 70%没有生测室，难以保证

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工作的开展。人员配置来看，3%
的省级疾控和 20%的地市级疾控机构尚无专人负责病

媒生物监控工作；10%的省级、45%的地市级和 72%的

县（区）级CDC没有专职的病媒生物工作人员。各地病

媒生物监测经费差别较大，部分省级 CDC病媒生物监

控工作经费仍然不足。

2.1.2 病媒生物监测点覆盖面相对不足 按照《全国重

要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要求，虽然我国病媒生物国家级

监测点实现了省份全覆盖，总体来说，各省病媒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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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监测点依然较少，各省自行设置监测点数量也因

各地经济水平差别而多少不同，影响我国整体病媒生物

密度的代表性。下一步我国病媒生物监测点覆盖面尚

需进一步扩大。此外，病媒生物抗药性水平对病媒生物

及其传播疾病的防控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抗药性监测

对监测设备和技术要求较高，目前我国病媒生物的抗药

性监测点覆盖面相对不足，大多数省份病媒生物抗药性

监测能力相对不足。

2.1.3 病媒生物监测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 当前我国

病媒生物监测是依靠政府财政预算拨款、爱国卫生部门

牵头、疾控机构技术支持的组织形式下开展的公益性服

务，与群众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进一步探讨服务

区域病媒生物监测控制新模式，如自下而上的全民监

测，或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纳税人出资、专业服务机

构执行、疾控机构技术培训及质量控制等的新服务模

式［16］，是值得思考的命题。

2.1.4 病媒生物监测研究的科学问题 传统的形态学

和现代分子生物学鉴定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病媒生物

的鉴定水平。然而，分子鉴定相关的序列测定费时费钱，

成为制约其大规模开展的不利因素。当前，全球新发媒

介生物传染病威胁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原来不

属于病媒生物的物种很可能会随着生态环境变化成为新

的疾病传播媒介，对于当前病媒生物鉴定手段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亟待快速、精准鉴定病媒生物及传病能力确定

的新方法［17］。目前，全国层面病媒生物病原学监测尚未

开展，对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极为不利。我国当前病媒

生物监测工具亟待提升科技含量，如媒介伊蚊成蚊监测

工具尚不理想，亟待研发或改进监测工具［18-23］。
2.2 预警体系尚未建立 我国病媒生物预警研究较西

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加之前期投入不足，目前仅将病

媒生物生态学监测某些指标纳入模型，开展病媒生物相

关疾病预警，当前仍没有真正建立起以病媒生物监测为

核心的预警体系。预警技术研究方面，需通过不断完善

和引入更为先进合理的模型，加快基于多因素的病媒生

物及其传播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研究。

3 未来病媒生物监测预警趋势与展望

受气候变化、全球化、城镇化和新信息技术等因素

影响，全球病媒生物及其传播疾病威胁逐年增加［24-28］，
对当前病媒生物监测技术、工具，预警技术及国际合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病媒生物监测和预警研究将

朝着以下方向发展。

3.1 策略及技术层面

3.1.1 基于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理念的病媒生物监测

预警已成为大势所趋 虽然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

已提出多年（2004年），但实际工作中媒介生物监测预警

并未过多考虑方法的可持续性及当前方法对未来的影

响，需进一步加强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理念的推广及执

行力度。

3.1.2 基于新技术的病媒生物监测研究将成为未来的

研究热点 基于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技术、结构基因

组学、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芯片技术、质谱、

大数据和云平台等新技术，开展病媒生物的精准鉴定和

科学监测，可以有效提高我国病媒生物监测和控制的科

技含量与水平，有效防范病媒生物相关传染病的流行，

对于实现全民健康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3.1.3 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病媒生物预警研究将极大地

提高预警的精准化水平 病媒生物的发生和消长等生

态学特征受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且与各行各业有十

分密切的联系。基于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科学数据模型

研究，势必极大地提高预警的准确性。

3.2 管理层面

3.2.1 加强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标准体系和控制规划落实 尽管《病媒生物预防

控制管理规定》明确了病媒生物防制规范化要求与各部

门分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当前病媒生物防控相关规

章制度、标准体系、控制规划及工作机制尚不够健全，各

方责任落实及督导考核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3］。
3.2.2 完善病媒生物防控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和财政投

入 当前我国需进一步完善病媒生物防控相关机构及

功能部门，配备相应的人、财和物力，切实加强病媒生物

监测网络建设，着力打造病媒生物预警体系，以大力提

升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监测、风险评估和预警能力。

3.2.3 提高公众对病媒生物监测预警重要性认识，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未来，我国应采取更为科学、

精准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方式，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

于病媒生物监测预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助力全民健

康最终实现全面小康角度出发，切实加强病媒生物监测

预警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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